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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统与借鉴域外：中国考古调查的兴起与发展

李小东

【提要】  中国考古调查兴起与发展的主线，是金石访古传统在赓续和创新的历程中借鉴海外科

学考古方法，并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延续自元代兴起的金石访古传统，近代中国本土学

者对各类遗存做了实地考察。 为批驳“中国文化西来说”，本土学者借鉴了面向史前遗迹的海外科学

考古方法。 为了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回答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考古学家共同推动考古

调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中国考古调查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展示了中华文明自我发展、
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高度契合。
【关键词】  考古调查 金石访古 考古方法 唯物史观

中国考古学是实证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重要学科。 新

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受三方面影响：中国传统金石学、海外传入的地质学

等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① 对于影响中国考古田野调查发掘兴起与发展的因素，目前学界主要

关注海外科学考古方法，相对忽视中国传统金石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②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郑德

坤认为，中国田野考古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一是金石学家的访古，一是西洋考古学家的发掘”。③ 如

将此观点稍作引申，则考古调查受金石访古影响，而考古发掘主要源自海外科学考古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

力。”④中国考古学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其前身金石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因此中国考古学不可能是切断一切传统脉络下照搬西方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

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由是，我们有必要梳理与探讨中国学者如何赓续自元

代出现的金石访古传统，如何在回应学术挑战中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更新访古为考古调查，又如

何推动考古调查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考古调查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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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考古调查实践与理论方法的来源

（一）金石访古传统的自我发展

自元代起，就有学者将著录金石的工作由书斋拓展到田野。 元人乃贤依照传世文献指引，系统

考察了华北地区的古城、寺观、陵墓、碑刻等地面遗存，著成《河朔访古记》。 从现代田野考古的角度

来看，其方法与考古调查十分相似。① 《河朔访古记》不仅是金石学传统的拓展，也受文献学传统与

游历传统的影响：宋以后记录地面遗址的方志大量刊行，为深入田野访古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指引；汉
魏以来学林一直有对照史籍探访古迹的传统。 从旨趣上来看，与乃贤同时期的学者王袆认为，河朔

访古并非机械地调查、著录各类古迹，而是为了考察“盛衰兴废之故”；②而李好文也将其金石访古联

系到“盛衰有数”。③ 可见，元人访古初衷暗合宋人吕大临著录金石的旨趣，即通过“探其制作之原”，
来“补经传之阙亡”及“正诸儒之谬误”，以辩证对待历史认识中的“学不知变”与“变而不知止”。④

元明清多有标榜“访古”的活动及著述。⑤ 特别是清人访古，在方法上更为细致，既有调查对象

高度聚焦的“访碑”，也有以访古察核文献的实践。 但是，与元人在理学影响下以访古考察“盛衰兴

废”不同，乾嘉之学下访古的旨趣一变而入考据之途。 刘锡信在乾隆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目的是确

定安乐故城的位置；黄易在嘉庆年间赴嵩洛访碑，主要是为了获得拓片善本。⑥

20 世纪前半叶，金石访古传统仍有旺盛生命力，由旧学出身的学者撰写的访古著述大量涌现。
自述承接“元人纳新（即乃贤———引者注）之书”的罗振常，⑦为搜求甲骨实地走访了安阳小屯“出龟

甲地”。 金石学家顾燮光、范寿铭“遍访境内古迹”，撰成《河朔访古新录》。 近代考古学传统取向的

代表人物马衡认为，顾燮光的调查在方法上务求精细全面，“凡村落之位置，道里之远近，纤细必书，
唯恐脱略”，至于顾、范访古的旨趣，则归于“嗜古”。⑧ 李根源在苏州城郊探访天平山及灵岩山古迹，
其撰写的《吴郡西山访古记》记录山中所有祠、墓、碑、碣。 旧学出身的考古学家陈直在题诗中认为，
该书的治学风格直追乾嘉。⑨

近代学界在承续金石访古传统的同时，也尝试将其纳入现代考古学的学术体系。 1923 年成立的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是为访古活动专门设立的现代学术机构。 该会的调查对象

主要是古城、陵墓等历史时期的地面遗存，以及礼器、雕刻等遗物。○10 1936 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

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11将访古方法纳入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 同时，一些学术机构与学者开

始将其开展的访古活动定名为考古调查。 作为“专管计划全国古物古迹保管研究及发掘”的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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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出常惠等学者，以调查而非访古为名，对寺庙、石窟、墓葬等遗存做了考察与

著录。①

即便有留学经历的中国学者，如非专攻考古学、人类学，其考古调查因无地层学等科学方法支

撑，大多属于金石访古。 曾在欧美学习生理化学的张星烺，1926 年赴泉州开展以“访古”为名的考古

调查，以传世文献为指引，考察了寺庙、碑刻等历史时期的地面遗存。 曾在德国学习美术史的滕固于

20 世纪 30 年代调查了豫陕晋的寺庙、陵墓、石窟等遗存，此调查同样被自定为“访古”。 北平研究院

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在留法期间主攻哲学，其于全面抗战爆发后所做的古滇文化调查，亦
直接以“访古”命名。②

金石访古与现代考古调查的区别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象上，金石访古关注历史时期的地面遗

存，特别是带有文字的金石，且注重传世文献的指引，本质上仍属金石学“证经补史”的范畴；二是方

法上，金石访古只记录碑碣、祠墓等地面遗存，而不能识别陶片、石器以及遗存所处地层包含的历史

信息。 由是可知，近代中国本土学者的考古调查，基本上是金石访古的延续。
（二）海外科学考古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传入

近代海外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学者开展了大量调查活动，中国学者对这一新事物持续跟踪

关注。
海外学界对历史时期地面遗存的调查方法，与金石访古的方法颇有相似之处。 20 世纪初期欧洲

的考古调查对遗迹中的各类铭文十分重视，研究古埃及的学者认为关注铭文比关注实物更为科学，③

而研究南亚的学者在调查发掘中亦颇重视对铭文的搜集。④ 由于关注遗迹中的文字，其调查同样重

视拓印、图写等记录方法。 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一书在“调查部分”指出，需通过照相、
拓本、制作纸型、图写、测量、文字记录等方法记录遗迹。⑤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西安附近所做的考古

调查，极为接近中国本土学者所理解的金石访古，如他在调查古碑时，征引了《关中金石记》等金石访

古著述。⑥

调查并分析史前时期的地表暴露遗物及文化层，相对金石访古而言是新生事物。 由于新大陆缺

乏文献史料，近代北美学者的考古调查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同时结合了人类学调查的方法。 沃尔德

马·乔基尔森（Waldemar Jochelson）《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介绍了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分析

了出土文物。⑦ 梁思永在留美期间阅读了《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不仅发现乔基尔森注重通过

分析采集的陶器、石器推断古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还仿绘了书中的石器素描图。⑧

海外学者考古调查理论方法在国内学界传播，为近代中国学者带来了考古调查的概念，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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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陶片、石器，观察暴露的地层等全新的调查方法，为中国本土学者进一步调查史前遗迹提供了可

能。 第一，一批海外学者在华的考古调查把对史前遗迹的调查方法带到了中国。 鸟居龙藏曾调查析

木城石棚等史前遗迹，并采集了石斧等石器。 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甘青地区的调查

向中国本土学者展示了分析地层关系、采集陶片等方法。① 相关实践通过出版的调查报告，引发学界

对史前遗迹调查的重视。 第二，针对史前遗迹的调查方法，由李济、梁思永等留学生在国内进一步实

践。 李济 1926 年赴山西考察新石器时期遗迹，调查方法主要是搜集陶片，行程中还做了人体测量。
梁思永 1930 年赴热河调查新石器时期遗迹，采集了陶片、石器，并对地表可见的土壤情况做了分

析。② 李济和梁思永等留美学者的调查活动，受美国人类学式考古调查的影响，偏重史前遗迹，注重

从实物而非文献出发考察古人。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不仅是一整套田野工作方法，更根植于深刻的理论思辨。 考古调查资料是马

克思论证唯物史观的重要资料。 马克思认为，“在太古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质工具和石质武器，展现

了人类历史初期劳动资料的情况，他进而指出“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

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③ 20 世纪 20 年代后，随着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唯物史观与考古学原本就存在

的紧密联系开始促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和苏联考古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考古调查。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 Childe）早年即尝试用经济视角解释考古资料，重视

“用内部动力和清晰的唯物主义法则来解释史前史”，“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

定社会一般特征的理论”。 与此同时，柴氏强调不能教条地套用历史发展规律，指出“通则的重要性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有效”。④ 他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理论方法，使其在考古调查中能够更

敏锐地捕捉遗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柴尔德的鲁塞岛（Rousay Island）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体现了其

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柴尔德通过对比岛上 14 座石冢的形式和墓中的陶片，推断 14 个石冢的主人应

属共享同一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族群。 调查发现，石冢群的位置与该岛近代的人口定居点基本吻合，
可推知石冢建造者与近代岛民所依赖的经济状况大致相同，由于生产力水平更低，新石器时代家庭

数势必更少。 因此，柴尔德推测，石冢不可能由追随者为其酋长建造，而是相邻亲属群体互助的产

物。⑤ 不难看出，柴尔德的调查已经不只是为了确定发掘地点，更是借此搜集有关古代社会的信

息，⑥分析史前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分化情况。
考古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柴尔德的学术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柴尔德的马克

思主义考古学对夏鼐产生了重要影响，夏鼐一度计划师从柴尔德攻读学位，并曾就博士学位论文内

容与柴尔德通信。 在阅读柴尔德的《历史学》一书时，夏鼐关注到该书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与运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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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陈念本译，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1925 年版。
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李济文集》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梁思永：《热河查布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

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田野考古报告》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1—172 页。
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215、220 页。
Gordon Childe， “The Chambered Cairns of Rousay”， Antiquaries Journal， Vol. 22， No. 2，Apr. ， 1942， pp. 139 - 142.
布鲁斯·特里格：《柴尔德仍与我们同在》，莫慧旋译，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149 页。
余西云：《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夏鼐：《夏鼐日记》第 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01、308页；夏鼐：《夏鼐日记》第 2卷，第 232页；夏鼐：《夏鼐日记》第
4卷，第 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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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苏联考古学界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考古调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

也成为苏联考古学的重要特征。 一批青年学者在考古工作中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

论，在调查与研究时重视生产力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吸收摩尔根的史前社会研究成果。① 苏联考古

学界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全面的考古调查，系统梳理各类遗址情况，如对安加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

新发现 130 处遗址，在乔尔纳（Chernaya）河谷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克罗马农人（Cro-Magnon）骨骼。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尹达指出应学习苏联考古学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探求当时当地的社会

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形态，探求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

简称“考古所”）王伯洪、王仲殊，注意到苏联考古学界在国家支持下系统性开展调查的工作方法。④

回溯中国考古调查实践与理论方法的来源，可知金石访古自元代以来的赓续发展，为中国本土

学者奠定了深厚的田野实践传统。 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主动关注海外传入的科学方法。 最终，马
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传入，使中国考古调查得以有机会作理论提升，从社会发展史角度审视各类遗存。

二、借鉴科学考古方法以回应挑战：中国考古调查的初步发展

（一）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缘起

中国本土学者的金石访古实践在近代面临重大学术挑战，即金石访古无法调查史前遗迹，导致

学者难以借其回应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 由是，中国本土学者为回应学术挑战，主动借鉴海外

科学考古方法。
晚清以降，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国内甚嚣尘上。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地质学家安特

生再次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相较此前西方学者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的立论，其基于田野考古的论

证更具杀伤力。 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结合仰韶调查发掘和内蒙古调查资料，指出中国所见石

器时代陶器，“当由西东来”。⑤ 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更是对比调查所见甘肃齐家坪单色陶器

和仰韶彩陶，认为齐家期早于仰韶期，利用对考古调查资料的解读建构了中华文明自西向东的传播

路线。⑥ 安特生基于考古调查所得之“中国文化西来说”对国内学界的冲击，不仅在于其观点，更在

于其方法。 有考古发掘经历的尹达甚至直接怀疑安特生考古调查的可靠性，认为相关研究不能引证

“地面调查以及不可凭借的发掘材料”。⑦

然而，除李济等几位留学生外，中国本土学者绝大多数并不熟悉考古发掘。 更重要的是，除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外，绝大多数学术机构并无足够经费开展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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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V. A. Bulkin， Leo S. Klejn and G. S. Lebedev， “Attainment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gy， Vol. 13，
No. 3，Feb. ， 1982， pp. 274 - 275.
Henry Field and Eugene Prostov， “ Archaeology in the U. S. S. 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0， No. 4， Oct. - Dec. ， 1938，
p. 676；Henry Field and Eugene Prostov， “Archae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3， Jul. - Sep. ，
1937， p. 468.
尹达：《认真学习苏联考古学者的宝贵经验和工作作风》，《科学通报》1954 年第 8 期。
王伯洪、王仲殊：《苏联考古工作访问记（一）》，《考古》1959 年第 2 期。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地质汇报》第 5 号第 1 册，1923 年 10 月。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 17、26 页。
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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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史语所，面对田野发掘的高昂支出也难以长期负担。① 因而，开展比安特生更为科学的发掘，
以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于大多数中国本土学者而言并不现实。 当考古发掘无力开展，而有关

上古的传世文献在古史辨运动影响下被视作神话传说，为回应安特生通过考古调查得出的“中国文

化西来说”，中国本土学者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开展面向史前遗迹的考古调查。
面对地下的史前遗迹，中国本土学者熟悉的金石访古方法显得难敷应用。 马衡最初希望研究贯

穿史前与历史时期的“人类进化之过程”。② 然而，因缺乏考古学专业训练，马衡金石访古式的调查

仍主要针对历史时期的新郑青铜器等遗物，未涉及采集分析陶片和石器，观察暴露的文化层等方法，
割裂了文物与其所处的地层环境。 因此，其调查无法触及史前遗迹的分布、分期等史前考古的关键

问题，亦无力参与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
故此，为借助考古调查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本土学者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在其所熟悉的

金石访古中，吸收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
（二）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途径

在中国本土学者吸收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夏鼐注意

到，新中国成立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从地质学或人类学方面过来的”，其训练“几乎都

是史前考古学方面的”。③ 留学生所带回的史前考古调查方法正合中国本土学者所需。
史语所李济、梁思永、夏鼐等留学归国的考古学家，对所内本土学者学习科学考古方法起到了重

要作用。 吴金鼎在 1933 年赴英留学前，先后在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师从李济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
受史语所学术氛围影响，吴金鼎多次开展运用科学考古方法的考古调查，对地形灰土、路沟等“了如

指掌”。④ 在其作于 1930 年的龙山遗址调查报告中，吴金鼎认为，考古调查更多承袭“好古”之风，偏
向“访古”脉络，而“考古”则与“大规模之科学的发掘”相联系。⑤ 不难看出，吴金鼎早期存在视考古

调查接近访古，而考古发掘源于海外科学方法的学术史观点。
毕业于河南大学的史语所学者石璋如熟悉金石访古，其《陕西耀县的碑林与石窟》等调查报告承

续了访古传统。⑥ 他在访古传统的影响下，对考古调查亦颇为看重，其从事考古调查的次数在史语所

乃至民国学界都是最多的。⑦ 在调查报告的修改中，石璋如受到留英归国的夏鼐的影响。 例如，夏鼐

在审校石璋如的《关中考古调查报告》时针对他的调查整理方法提出多条改进意见，包括在设计调查

记录表时不必追求将遗址描述得面面俱到，“各遗址无地层上之证据，不可强分为二个时期”，器物

图、地图尚须精进等，⑧进一步规范了石璋如的调查方法。
参加中外合作开展的考古调查是中国本土学者吸收海外调查方法的又一重要途径。 在此方面，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的经历最具代表性。 徐旭生长期参与北大国学门考古方面学

术事务，曾受派赴北京西郊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⑨ 他还与《河朔访古新录》的作者顾燮光保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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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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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恭等访问：《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0 页；夏鼐：《夏鼐日记》第 4 卷，第 80 页。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4 号，1923 年 12 月。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夏鼐文集》第 1 册，第 377 页。
石璋如：《殷虚发掘员工传》，“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7 年版，第 233 页。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本，1930 年。
石璋如：《陕西耀县的碑林与石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3 年 6 月。
陈存恭等访问：《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第 434—441 页。
夏鼐：《夏鼐日记》第 4 卷，第 120—121 页。
《本学门开办以来进行事业之报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2 卷第 24 期，192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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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并对《河朔访古新录》有所借鉴。① 可以说，徐旭生的考古调查更多受以马衡为代表的北大国

学门金石访古学风的影响。 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团员袁复礼系地质学家，曾与李济共同

赴山西做史前考古调查，丁道衡为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外方团员中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满

（Folke Bergmen）、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Erik Norin），中方技工白万玉也曾跟随安特生学习科学考

古技术。 在考察期间，徐旭生亲历了袁复礼等人所做的地质调查及考古调查，观摩了绘制地图、采集

石斧及陶片等科学考古方法。 斯文·赫定（Sven Hedin）还向徐旭生展示了其在古楼兰所发现古物

的照片。② 在考察行程中，徐旭生初步实践了针对史前时期的考古调查方法。 有学者指出，该团的考

察活动正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③

此外，大量出版的海外学者调查报告也是中国本土学者接触海外调查方法的重要途径。 例如，
河南博物馆孙文青在宛东访古期间参考了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在鄂尔多斯的旧石器时代

调查文献，并推测宛东地区砾石层中包含旧石器时期遗迹。④

（三）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实践与特点

中国本土学者立足金石访古传统，吸收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突出体现在其考古调查实践中。
首先，从问题意识上来看，中国本土学者的考古调查大多致力于与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进行对话，运用科学考古方法调查史前遗迹，重审中华文明起源。 吴金鼎的平陵访古原本关注历史

时期的平陵城，然而，科学考古方法的训练使其在调查时发现一处包含陶片、石器、贝骨等遗物的文

化层，且同地层中未见金属、瓷器等历史时期的遗物。 自此，吴金鼎的研究方向“不知不觉亦为之转

移……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人之生活状况”。⑤ 吴金鼎将兴趣重点由平陵城转移到新石器

时代遗迹，源于其意识到此次调查所发现的“龙山遗址”（即城子崖遗址），“自成一文化系统，和中原

及西北的史前的彩陶文化不同（即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论据———引者注）”。⑥ 换言之，吴金鼎

一直在追踪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动态。 石璋如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展的关中调查，同样有对标

安特生史前研究的痕迹。 石璋如在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时期就计划调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遗
址，⑦即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考古调查资料论据之一，此后转入关中调查时，延续了其对史前

遗迹的关注。 在整理关中调查资料时，石璋如还专门模仿安特生，将关中所见遗迹按照典型遗址的

年代做了分期，并特别指出邠县期与安特生的仰韶期年代相近。⑧ 徐旭生 1933 年的关中考古调查关

注“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及其新石器时代的渊源。⑨ 在调查次年，徐旭生主持了斗鸡台发

掘。 根据所发掘瓦鬲墓中没有彩陶，且瓦鬲墓年代晚于仰韶期，徐旭生对安特生视齐家期早于仰韶

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10 可见，徐旭生开展考古调查，寻找周秦民族初期文化的问题意识，有与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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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7 年版，第 121、123 页；徐炳昶：《唐王峧及宝山调查报告》，《国立北

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 7 卷第 4 期，1936 年 7 月。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 1 册，西北科学考察团 1930 年版，“叙言”，第 3—4、5 页。
李旻：《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2019 年第 6 期。
孙文青：《宛东访古记》，《考古》第 4 期，1936 年 6 月。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本，1930 年。
夏鼐：《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夏鼐文集》第 4 册，第 203 页。
陈存恭等访问：《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第 231 页。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 年 4 月。
徐炳昶、常惠：《陕西调查古迹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 4 卷第 6 期，1933 年 11 月；徐炳昶：《陕西最近发现之新石

器时代遗址》，《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 7 卷第 6 期，1936 年 11 月。
徐炳昶：《陕西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 7 卷第 6 期，193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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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史前六期”开展对话与商榷，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成分。
其次，从调查对象上来看，基于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中国本土学者虽然重视调查史前遗

迹，但同时也注意考察所见的历史时期遗迹。 史语所李景聃对商丘、永城的调查，除了关注造律台等

龙山文化遗址，也调查记录了梁孝王洞等汉代遗址。① 石璋如的关中调查虽然将目标设定为史前遗

址，但在长武县看到出土的各类造像时，同样对之做了详细记录，且出于体例关系，未将此造像记入

《关中考古调查报告》，而是另撰《陕西长武县出土造像记》记之。② 徐旭生在关中做考古调查虽然将

范围限定为周秦民族文化，但仍花费了很大精力调查汉唐及以后的地面遗址。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

初，由于将研究方向瞄准古史问题，出现了“考古不下三代”的认识，导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般指向

三代及史前时期。 在考古调查方面，由于金石访古原本即旨在考察历史时期遗存，受此影响，中国考

古调查始终在对象上兼顾史前与历史时期。
最后，在调查史前及原史（夏、商）时期遗迹时，中国本土学者承接了金石访古重视传世文献的传

统。 史前及原史时期即无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难以足征的时段，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整理，有关商周

以前的记载往往被视作传说。 然而，访古实践呈现的遗址与文献记载间的关系，使学者在史前和原

史时期遗迹调查中往往注意参考传世文献。 一方面，传世文献有助于理解所调查史前遗迹。 徐旭生

在陕西调查时发现，石器时代遗迹往往距河流较近，结合传世文献有关伯益作井的记述，形成了对史

前聚落与水源关系的规律性认识。③ 另一方面，参考传世文献有助于寻找原史时期遗迹。 石璋如发

现，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往往有更早的渊源，“很少是在荒僻的原野上新建楼阁”，因而可以由传世文献

中有关历史时期遗址的记载，探寻原史时期遗迹。④

综上，金石访古在赓续创新中发展为考古调查，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本土学者回应“中国文化

西来说”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金石访古注重文献的优良传统得以保留，并得到海外科学考古方法的

支持。

三、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中国考古调查走向成熟

（一）考古调查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以回答时代之问

金石访古传统借鉴海外技术方法回答了中华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近代进步学者

更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时代之问。 由此，金石访古赓续创新为考古调查后，又自

然而然地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只关注文明的起源，更要求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阶段：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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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89—91 页。
石璋如：《陕西长武县出土造像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3 年 6 月。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3 页。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194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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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伴随唯物史观的传播接受与近代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一些考古学者开始思考将考古学同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立足学术研究回答中国革命前途何在的时代之问。 夏鼐注意到，20 世纪 20
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左派的史学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改写中国

历史”，郭沫若更以唯物史观研究考古资料，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② 该书不仅梳理了几种社会

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进，更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抨击了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言论。 此后

的社会史论战中，学者的学术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此背景下，考古调查如果仍只单纯

罗列某一区域的遗迹，鉴别遗迹年代、判明遗物用途及制作方法，显然不足以回应社会史论战所提出

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包括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发展规律。 因而，一些进步的考古学家意识到调查

发掘研究应“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③

考古调查为何要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在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尹达的治学经历中有

突出体现。 在河南大学就读时，尹达阅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革命思想和信念”。 在史语所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期间，尹达阅读了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开始“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引导”，“在考古和古史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古

代社会发展体系”。④ 尹达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撰写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除了介绍相

关发掘成果，还专门提到“这十几年来各处的调查工作，也获得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材料”。⑤ 然而，通
过学习唯物史观，尹达认识到，如果只关注“个别孤立的事实”，而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只会阻碍研

究的深入。⑥ 尹达写于 1939 年至 1940 年的《中国原始社会》一文，突出体现了其结合考古调查研究

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衷，即“告诉广大的劳苦群众”中国社会必然根据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⑦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结合考古调查的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要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必

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而考古工作“要取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先要从事调查”。⑧ 尹

达注意到，广泛开展考古调查、民族考古学调查，有助于克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某

些辞句出发，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臆造出某种理论，然后东拼西凑，片面地摘引某些史料，以证实其早

已安排好的结论”。⑨ 当然，1949 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其田野考古实践也只能是

考古调查。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在运用唯物史观开展研究时，强调考古调查实践的重要性，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为何、如何结合考古调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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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 页。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夏鼐文集》第 1 册，第 398 页。
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夏鼐文集》第 1 册，第 20 页。
石兴邦：《尹达同志的德业和风范》，陈祖武主编：《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 页。
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尹达集》，第 32 页。
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尹达集》，第 352 页。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 页。
夏鼐：《〈实践论〉与考古工作》，《夏鼐文集》第 1 册，第 61 页。
尹达：《改进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尹达集》，第 310—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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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注意到，仅利用传世文献无法解决史前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因而

将搜集史料的目光投向考古调查发掘。 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注意到传世文献的可靠性问题，认为只利

用传世文献“所建筑出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仅是蜃气楼的危险”，故而要讨论中华文明起源与社会

发展史，必须开展田野调查发掘。① 吕振羽认为，“仅凭文字记载的史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特
别对于无文字记载的远古，以及文字记载简略的古代”，故此，运用唯物史观开展史学研究时，必须重

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民族考古学调查。②

在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翦伯赞对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考古调查做了思考与实践。 翦伯

赞的《中国史纲》运用考古资料贯穿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讨论中国人种与文化起源，二是分析史前时

期的社会发展史。 翦伯赞认为中国人种来源包括蒙古高原系与南太平洋系，③并尝试通过考古调查

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1948 年，翦伯赞参加香港舶寮岛史前遗迹调查，参观了此前发掘的坑井，观察

了坑壁的地层，采集了石斧和陶片，从质料、色泽、纹饰、制作技术、形制五个方面对陶片做了分析，证
实了南太平洋系文化与北中国史前文化不同的假设。④ 同年，翦伯赞指出，台湾发现的石环与香港舶

寮岛上的石环十分相近，有助于研究“台湾的史前文化乃至台湾番族（高山族）的人种来源问题”。
他进而认为，要完全解决台湾高山族人种来源问题并认识其社会发展历程，还要做进一步的民族考

古学调查，“从经济结构中，从民族组织中，从婚姻形态中，从财产关系中……找出一些残余的痕

迹来”。⑤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对考古调查的认识重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社会发展历程，鲜明的问

题意识使其没有止步于搜集文物或分析地层关系，而是注重综合运用各种考古调查方式，更好地分

析中华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历程问题。 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家继承金石访古贯通古今的取向，也注

重在访古活动中考察社会实情，并借历史遗迹阐发坚定民族自信的时代声音。⑥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新中国考古调查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夏鼐、徐旭生、尹达等学者先后调任考古所。 研究力量的整合在实践中

推动中国考古调查在理论和方法上走向成熟。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中，考古所展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考古所在成立次年，就

组织了夏鼐率队的河南调查、苏秉琦率队的陕西调查，发现了大量史前及历史时期遗址。 徐旭生

1959 年的夏墟调查在学界普遍怀疑夏代存在的环境下，结合传世文献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1955 年

开始的黄河水库考古调查更涉及豫陕晋等多省，⑦共发现遗址数百处，涵盖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及以

后各个时期。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成员中，很多文物干部或多或少受到金石访古式考古调查方法的

影响。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实践积累，尹达、夏鼐于 1958 年和 1960 年先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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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我与考古学》，《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10 卷，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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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钓鱼城访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2—380 页；翦伯赞：《内蒙访古》，《翦伯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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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① 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界也开始思考总结中国特色考古调查的理论方法。
第一，考古调查的目的是开展综合研究。 尹达指出，开展考古调查必须带着综合研究中提出的

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丰富的资料中“综合、概括、提炼”出关键问题并加以分

析讨论，而非片面纠缠于具体现象。② 夏鼐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考古学家“承认客观真

理的存在，并且可以由科学来认识它的规律”。③ 由于重视综合研究，考古调查应与民族考古学调查

紧密配合，且考古调查与发掘两者不可偏废。 尹达在相关论述中，将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视作同等

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兼重调查与发掘，为此后的聚落考古预留了研究思路。
第二，考古调查在处理对象和方法上，吸收了金石访古与科学考古的优长。 受金石访古影响，中

国考古调查特别是文物普查对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的遗存同等重视。 夏鼐认为，“必须把史前与史

后联系起来看问题”，而非“欧洲有些考古学家将考古学认成为史前学，或将史前学孤立起来，与历史

考古学切断”。④ 承接金石访古重视文献的传统，考古调查前应当参考传世文献，以便熟悉调查对

象。 对史前与原史时期的调查，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出发，重视传世文献的指引作用。 借鉴

海外科学考古方法，在考古调查中应特别注意记录文化层深度、地表暴露遗迹与遗物，采集标本，并
做科学记录。⑤

第三，在撰写调查报告时，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 夏鼐指出，研究整理、
撰写报告要详细介绍工作经过和发现的遗迹遗物，并以“恢复古代社会情况和社会发展史”为最后目

标。⑥ 有学者认为，考古调查报告的整理与撰写，“应该把材料按古人的用途和报告所要说明的问题

的需要，加以客观的组织，把材料作为报告中所要解决问题的实物例证”，通过调查所得材料“探索社

会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⑦

如果说吸收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使访古能够科学地分析遗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成为现代

意义上的考古调查；那么，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考古调查为何分析、分析何

种历史信息。 由此，考古调查从一项偏重技术性的工作，成为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研究的

有机组成部分。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⑧ 中国考古调查由访古到考古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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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统与借鉴域外：中国考古调查的兴起与发展

起与发展历程，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为何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契合到结合。
首先，金石访古传统具体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金石访古最初的旨趣不仅是遍

访文物，更是借此考察“盛衰兴废”，体现了“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金石访古“襥被裹粮……不问远

近，不问寒暑”的实践取向，①则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基于深厚的文化底蕴，金石访古自

元代出现，历经明、清到近代赓续不断，保持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国史学家的田野实践传统。
其次，由金石访古到考古调查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

连续“是以创新为支撑的进步过程”，近代中国学者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推动金石访古更新为现

代意义上的考古调查，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回应挑战、赓续创新的生动体现。 进言之，中华文明的创新

需立足“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能照搬外国理论，而要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的基础上，“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② 近代中国学者赓续创新考古调查，注重吸收海外史前考古调

查的科学方法，但没有照搬海外割裂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做法，而是立足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特点，形
成了打通史前与历史时期的调查思路。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鲜明实践性和历史关怀，是两者结合的重要契合

点，也是两者相互成就的文化基础。 在实践性方面，金石访古注重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同

样重视“实地调查研究”。③ 在历史关怀方面，金石访古的旨趣最初是考察“盛衰兴废之故”，乾嘉后

一度走向琐碎考据，直到近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升华为思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可以说，马克思主

义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关怀，以其“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金石访古在近代

摆脱琐碎考据而恢复宏大视野。 金石访古赓续创新并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④ 由此，金石访古获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最
终成为中国特色的考古调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考古调查的丰富资料再

次得到检验。

（作者李小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邮编：710127）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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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Tradition and Learning from Oversea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in China / / Li Xiaodong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China lies in the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exploring ancient times based on epigraphy （ known as

“Jinshi fanggu”）， borrowing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methods from overseas， and integrating them with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modern times， Chinese scholars， whil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Jinshi

fanggu that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conducted field surveys on various remain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theory of “ Sino-Babylonianism”， they learned from overseas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methods for

prehistoric relic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law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Marxist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joint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self-

development，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and creating new situations， interpreting the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 Bottom-up Study through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 / Zhao Kai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 study focused on the history related to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represent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origin， it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an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research into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lects a strong humanistic focus. It begins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 colorful world” from the “ specific figures” with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human life. Not only does it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perfect the research paradigm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studies， but it also facilitates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realit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oday's society.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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